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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私有企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王树盛 

  关于美国的私有企业与政府之关系，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一种反复被人们提及的

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政府是私有企业的代理人。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却言过其实。

不错，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不同企业打交道，而企业也不能不求助于政府解决自己的某

些困难。但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政府在制订决策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压力来自社会

上各种各样的力量，如农场主、女权运动、公众利益集团、老年人组织、专业联合会等，并非仅

仅来自私有企业。人们普遍认为，金钱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舍得为各类公职候选人捐

款的也并非企业界一家。在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６年国会选举中，捐款最多的不是企业界，而是

工会组织。〔1〕况且出了钱是否就能买到政策也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美国的私有

企业究竟对政府的决策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还应认真作些研究。 

本文试图对私有企业与美国政府之关系作一下历史回顾，旨在说明，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

同公司，企业影响政府的能力差异甚大，不易作笼统定论。这了使讨论的问题更加清楚，我们首

先作以下两点界定：其一，本文所讲到的政府，主要指联邦和州政府中的立法与行政部门，对私

有企业与法院之关系，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探讨。其二，文中所讲到的企业对政府的影

响，主要是指私有企业通过游说、捐款、出席听证会、动员媒介宣传等方式主动去影响或参与政

府决策的行为，至于通常人们所讲的“潜在政治”或“代理人政治”，〔2〕不是本文所讨论的

主要内容。 

一 

美国的“私有企业”是一个内容极广泛的概念，它包括除国有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从夫妻杂货

店、乡村咖啡馆到跨国公司，都叫私有企业。实际上，它们之间到底有多少共同的利益的确是一

个问题。那些大跨国公司，如埃克森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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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年产值都比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高。很难想像它们的老板会同那些小餐馆、小酒店的

主人坐下来共同商讨对政府的立场或被政府摆在同一天平上。就是那些同等规模的企业，也不见

得就会有相同的利益。有一个明显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纺织行业的公司，总是希望政府

采取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因为它们受到了国际同行的有力竞争；而另一些公司，如波音公

司、ＩＢＭ公司等，由于其海外的贸易额极大，则坚决反对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即使

是同一行业的公司，也会有不同的立场或利益。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多年来一直要求

政府放松对每加仑汽油所行里数的标准；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由于其汽车是达标的，一直反对

政府放宽限制。 

美国的私有企业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在政府面前也是如此。政治学家们早就发现，当政府的政策

影响到许多公司的利益时，各个公司容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政府；而当政府的政策使一些公司受

益而另一些公司受害时，各个公司就会分化，其结果是造成零散的政治活动。然而，在本世纪６

０年代末之前的一段漫长时间里，美国私有企业间联合的政治行动不多，而零散的政治活动也不

积极。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 

美国企业界与政府打交道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建国之初，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活动在上个世纪也已

产生。然而，在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中，私有企业在整体上并没有与政府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个问

题直到６０年代才引起政治学家们的注意。当时，由鲍威尔（Raymond Bauer）、波尔（Ithie

l de Sola Pool）和德克斯特（Lewis Authony Dexter）所写的《美国工商界与公共政策》

一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们感到，他们听到的企业界的

声音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很少有政府官员指责企业界的压力过大，恰恰相反，一些人认为他们

获知的有关企业界的信息太少了。当然，个别大公司如杜邦公司、海湾石油公司等一直是与政府

有联系的，但这些联系还主要限于与那些有关的政府管制机构打交道，而不是去主动地资助国会

议员、参加政治活动或干预政府的决策。鲍威尔等人还指出，企业界的院外活动，与其他的院外

活动相比，更显得资金不足，信息不灵，效率不高。〔3〕 

直到６０年代末，美国企业界的行业联合会和保护性组织仍然为数不多。有影响的组织就更少

了。在当时，设在华盛顿的最有名的两个组织是“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而这两个

组织都有明显的缺陷。“美国商会”，主要是由一些小企业组成的，代表着地方上的小企业的利

益；而“全国制造商协会”则由一些中型企业所把持。这两个组织因为怕影响内部成员间的关

系，从不向政府发表明确的主张。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素质很差，院外活动的水平极低，在政治

生活中构不成重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影响政府政策的兴趣远没有对保持组织成员的兴趣大。 

在这个时期，大多数大公司在华盛顿没有负责公关事宜的办事处。利益集团问题专家威尔逊（Gr

aham K. Wilson）说，当时，大多数公司与国会没有联系，在１６６家大公司中，只有３７家

与国会有联系；在４０４家中型企业中，只有６８家与国会有联系。〔4〕在纳德组织（Nader 

Organizations）攻击通用汽车公司的一种汽车的安全性之前，通用汽车公司在华盛顿还未设公

关机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ＩＴＴ）的情况也如此，在他们于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遇到一系

列需要与政府打交道的麻烦之前，也没有在华盛顿设立这样的办事处。除了那些与政府有直接商

业来往的公司（如同国防部有订货合同的公司）之外，大多数大公司都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由

律师去解决，无须雇用专门人员去从事游说政府官员的活动。 

企业界政治行动委员会发展缓慢也与此有密切关系。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

mittees, 简称PACs），是由公司、工会、行业联合会以及其他一些集团和个人所成立的，接受

私人或团体的捐款以资助竞选官职候选人的组织。在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本世纪３０年代产

生的。但直到１９６３年企业界才产生了第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即由“全国制造商协会”建立

的政治行动委员会（ＢＩＰＡＣ）。从这个组织在１９６４年注册时起，到１９６８年止，企业 

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只有３３个。远远少于由工会、行业联合会等利益集团所建立的政治行动委

员会。这直接妨碍了企业界在各类选举中应起的作用。 

鉴于企业界对政治行动的冷淡态度以及没有统一的、政府必须与之打交道的组织，美国政府与企

业界的关系保持在一种低规格上。这与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在欧洲，如奥地利、

瑞典、英国以及亚洲的日本，都有统一的代表企业界或雇主的组织，政府必须与之打交道，而无

须与其他组织打交道。政府制订的政策，无论是税收、反通货膨胀还是救济金问题，都要事先征

得这类组织的同意。而在贯彻政府政策的时候，这些有权威的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往往能起很大

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作“新合作主义”（neo-corporatism）。相比之下，美国在当时的情形则



要令人吃惊了。那么，在６０年代末以前，为什么美国企业界对政治那么冷淡、为什么工商企业

利益集团不发达呢？ 

第一，公众对企业界基本上还是信任的。３５年前，当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欧文·威尔逊

（Charles Erwin Wilson）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为国防部长时，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过一

段后来反复被人们提及的话：“凡是对美国有利的事，都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之亦然。两者

之间没有差别。”〔5〕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对国家有利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当时曾经引

起过一些人的批评，但就公众而言，他们是能够接受的。由盖洛普、《时代》杂志和《新闻周

刊》等几家民意测验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经理们的策略以及企业所寻求的在获取利润

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公众是基本信任的。〔6〕在７０年代以前，几次民意测验都表明，公

众没有将企业界的行为或非法活动作为他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7〕因此，在那个时候，还没

有出现大量的针对着公司的行为而展开活动的公共利益集团。公司、企业也就不需要借助于政治

活动来表白自己或保护自己。 

公众对企业的信任也可以从工会组织比较软弱这一方面看出来。美国的工会组织历史悠久，而且

也有过辉煌的时代。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工运动在美国有过较大的发展时期。然

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劳工运动遭受了几次挫折。４０年代，由于共产主义者与工会左派的冲

突，使工会组织受到削弱。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会又在一系列法律中打击了工会运动，如１９４

７年的“塔夫脱—哈特莱法”等，使得法律更加有利于公司经理而不利于工会的领导人。从那以

后，美国的工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它们在组织会员与雇主讨价还价向雇主挑战等方面是不成功

的。美国的工会所代表的工人，其比例一直比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低。在今天，只有１９％的美国

劳动力属于某个工会组织；而英国工会会员占其劳动力的４７％；瑞典是８５％。 

美国工会组织相对软弱固然有各组织之间相互竞争分散了力量、遭到政府的打击等方面的原因，

但主要还是由于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在美国，工人对雇主的仇视并不及欧洲一些国家

那样强烈，也可以说美国的工人不像西欧诸国的工人那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和传

统在美国工人中的影响远不如在西欧工人中那么深远。因此，在美国不可能靠阶级对立意识发展

强大的工会组织。事实上，美国的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中既有讨价还价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

面。因此，企业界不需要组织强大的集团去对付工会组织的强有力挑战。这也就减少了企业集团

的政治活动。 

第二，企业界从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中受益。在本世纪中叶，企业经理步入政界已相当普遍，特

别是在行政部门中。最典型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第一届内阁，人们曾称之为“八个百万富翁加

一个修理工”。公司经理充任政职，使得政府中的保守派势力曾强。在国会中，保守派的力量也

占有上风。当时，国会中的资历制度十分盛行。所谓资历制度，是指在国会中按资排辈分配各委

员会主席职务的一种做法。资历制度使得国会中的委员会主席常常是由那些来自安定的、只有一

个党的、通常为农村地区的保守派成员担任。因为在农村地区，议员连任比较容易，故他们在国

会中比来自工业地区的议员年长资深。在民主党控制国会期间，这些人通常是来自南方地区；而

在共和党控制国会期间，他们则主要来自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北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利于企

业界的民主派人士所主张的政策很难在国会通过。企业界可以坐享其成。 

第三，政府不愿过多地干预经济。除了国防工业、石油工业外，一般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不密

切。这既有公司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方面的原因。相对于西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政府所花的

钱只是其国民收入中的很少一部分。美国人基于一种“自治”的理论，一向主张“放任主义”，

反对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即使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由于他主张刺激经济发展的政府投

资，从而加强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也没有使美国政府的经济责任超过欧洲各国。特别是在５０、

６０年代，放任主义在美国又有所抬头。如果说在各州的宪法中还有平衡预算、削减赤字和控制

债务增长的内容的话，那么，在联邦的宪法中，则从未有过这样的条文。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中

经济管制机构在那时并不多，经济法规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繁杂。这便使得许多公司感到没有多大

必要与政府打交道。另一方面，在６０年代以前，国会议员的竞选费用还远远低于今天。国会议

员不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企业界的钱。因此，也就不像今天这样为企业界创造那么多与议员接触

的机会。 

二 



从本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是美国企业界直接介入政治生活的高峰期。大量的公司学会

了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企业界利益集团也飞速发展。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公众对企业界的信任程度大大降低。由于在７０年代所发生的几大丑闻，使得公众不再相

信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对国家也有益这一观点了。更不相信公司经理们在公司利润与公共利益

之间的“平衡”了。公众对企业的不满，致使出现了一系列公共利益集团。如“共同事业”（Co

mmon Cause）和“纳德组织”（Nader Organizations）以及许多环境保护和维护消费者利益

的团体，大都是在６０－７０年代出现的。 

拉尔夫·纳德本是一名律师，他于１９６５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书中，他批评

了几家汽车公司的车不安全，其中着重揭露了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分公司时髦的“柯瓦尔”牌小

汽车。通用汽车公司为此秘密地调查了纳德的背景，想让他就此止步。然而，纳德的《任何速度

都不安全》一书销量猛增，从此，“柯瓦尔”车在公路上再也见不到了。后来，纳德成立了一个

公共利益团体，设有包括“美国公共利益研究组”、“社会公民组织”、“国会观察组”等在内

的十几个组织，开始了他维护公共利益的生涯。这类公共利益集团的崛起，构成了对企业界的直

接威胁。 

第二，由于国会中资历制度遭到破坏，华盛顿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第９４

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两院确立了一套新的程序。根据这些程序，两院中的各委员会主席应由党

的秘密会议或党的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从那一年开始，一些老资格的委员会主席开始落马。资历

制度在国会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对保守派不那么有利了。实际上，保守派的衰落在此之前就

已经开始了。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４年，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不断胜利，显示出自由的、反对企

业界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了。由于公共利益集团的活动，由于反对企业界的公众舆论，７０年代

早期的国会，甚至包括亲企业界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法规和措施以保护环

境、工作安全等，迎合公众的要求。这些情况使企业经理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等待国会议员们

自觉地去维护他们的利益了。 

第三，美国工业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由于日本、西德、法国以及亚洲几条

小龙（香港、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的崛起，美国的工业品面临着海外的强有力的竞争，特别

是钢铁、纺织、汽车制造等行业。虽然其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仍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但就美

国工业的整体实力看，已经不同往昔。比如，在５０－６０年代，欧洲人十分害怕美国人，因为

美国货充满了欧洲市场。到了７０年代，欧洲、日本的产品大量销往美国，美国市场则充满了外

国货。在７０年代初，法国的一个汽车制造商Renault买下了美国汽车业第四大公司“美国汽车

公司”的大量股票，之后，日本的一些公司如尼桑（Nissan）、本田（Honda）等也纷纷在美国

设立工厂。于是乎，美国人感叹要“出售美国”了。工商企业纷纷求助于政府出面干涉。 

第四，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经济管制法规。这些法规与私有企业有着

密切的关系，如“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１９６５）、“高速公路安全法”（１９６６）、

“消费者赊销保护法”（1968）、“国家环境政策法”（１９６９）、“消费品安全法”（１

９７２）等。〔8〕为了实施这些立法，政府的有关开支在不断增加。例如，为保障消费者的安

全与健康，１９７４年联邦政府投资１３亿美元，１９７９年投资２６.７１亿美元，增长１０

５％；为保障工作安全和改进工作条件，１９７４年联邦政府投资３.１亿美元，１９７９年则

为６.２６亿美元，增长１０２％；为了保护环境与能源，１９７４年联邦政府投资３.４７亿美

元，１９７９年为１１.１６亿美元，增长２２２％；为了加强工业特殊管制，联邦政府在１９

７４年投资２.４５亿美元，１９７９年投资３.４１亿美元，增长３９％。〔9〕与此同时，联

邦政府也扩大了有关的管制机构。１９７０年，联邦政府设立了“职业安全及卫生管理局”（Ｏ

ＳＨＡ）和“环境保护局”（ＥＰＡ）。后来，又设立了“消费品安全委员会”（ＣＰＳＣ）、

“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局”（ＮＨＴＳＡ）等。连过去死气沉沉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被吉

米·卡特改造成为一个对经济进行广泛干预的机构。戴卫·沃格尔（David Vogel）指出，美国

的经理们比他们在别国的同行更不相信自己的政府了。〔10〕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私有企业只能通过直接的政府活动以保护其经济利益。 

这一时期，企业界的行业联合会和保护性组织发展迅速。早就产生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

国商会”力量迅速扩展。“全国制造商协会”成立于１８９５年，但到２０世纪初，只有会员１

０００人。主要代表着小企业的利益。到了７０年代，该组织已不再以小企业为主，而是以大企

业为主。会员也保持在１.３万到１.５万之间。这个组织有几百名专职工作人员，有十几位院外



活动人员。“美国商会”成立于１９１２年，一直由中型企业所把持。但到了７０年代，它的成

员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达到７万多个，包括公司和个人。另外，还有２５００多个地方的

商会。会员中有１.８万人是制造商。该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有４００名工作人员，数十名院

外说客。与上面两个组织相并列的是７０年代成立的“企业界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

ble）。这个组织是在杜邦公司董事长欧文·夏皮罗（Irving Shapiro）倡议下于１９７２年

建立的。参加者有当时美国最大的５００家公司中的１８０家。后来会员一直在１８０－２００

家之间。总部设在纽约，并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它的院外活动势力十分强大。其他一些行业联

合会和保护性团体也势力大增。 

  与此同时，小企业也增加了在华盛顿的活动。如“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共有

会员４７万，其中１／３的会员年收入只是５万美元左右。虽然总部设在加州，但在华盛顿有办

事处。在全国有５６５位专职工作人员，在各州首府有３６个说客。NFIB设有一个政治行动委

员会，１９８０年大选中为候选人捐款２１.８万美元。另一个代表小企业的组织是“全国小企

业协会”（ＮＳＢ），代表着５万家公司。〔11〕 

在这个时期，各大公司也都独自在华盛顿设立了负责公关事务的办事处，并直接参与了同其利益

相关的政治活动。 

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国际电报电话公司（ＩＴＴ）遇到了两个大问题必须政治解决。首

先，由于它十分显眼地合并了许多企业，包括惹来麻烦的“哈特福德保险公司”，而成了“反托

拉斯法”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打击目标。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反托拉斯局”之负责人理查

德·麦克拉伦(Richard McClaren)是一位精通法律、办事认真的人，他很想在这个案子上大显

身手。显然，ＩＴＴ遇上了一个难办的对手。在麦克拉伦在地区法院中败诉并雄心勃勃地准备上

诉于联邦最高法院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撤诉，并且不久就离开了“反托拉斯局”，到一个联邦法

院当了一名政治任命法官。１９７１年７月３０日，司法部匆匆宣布，此案已了结。后来，经过

一个叫杰克·安德森的人调查，人们才知道，此案的了结完全是一笔交易。ＩＴＴ答应为１９７

２年共和党在圣迭哥市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负担全部４０万美元的费用，而白宫则允诺，此案不

再上诉。这件事主要是由ＩＴＴ在华盛顿最精明能干的院外活动家迪塔·比尔德（Dita Bear

d）夫人牵线搭桥而促成的。而ＩＴＴ的首脑人物也曾纷纷亲自出马，游说过政府高级领导人。

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ＩＴＴ的总裁吉宁（Geneen）会见了包括商业部长、司法部长以

及白宫官员在内的１７位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这些人都能与总统尼克松直接接触。而就在司法部

讨论这一问题的那几天，公司副总裁还会见了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财政部长等人。正是这些

游说活动使得尼克松政府改变了对ＩＴＴ的态度。 

第二件事是，ＩＴＴ在智利有一个电话系统，由于在智利大选中ＩＴＴ与阿连德的对手打得火

热，新总统阿连德上台后声称，要将这一电话系统收归国有。如果那样，ＩＴＴ就将损失１５亿

美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ＩＴＴ曾经想通过政府对阿连德采取强硬措施，迫使阿连德让步。为

此，ＩＴＴ找到了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又找到了中央情报局（ＣＩＡ）的拉美事务

司，因为在１９６４年智利大选时，ＣＩＡ曾经向阿连德的对手提供过资助。于是，ＩＴＴ提出

要为ＣＩＡ提供资金以进行反对阿连德的活动。虽然ＣＩＡ拒绝了这一计划，但却向他们提供了

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建议。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增加也反映了企业界政治活动的深入。如前所述，在１９６４年，第一个企业

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才正式注册，到１９６８年时，一共３３个。而到了１９７６年，仅头１０

个星期里，就有１００个工商界ＰＡＣs注册登记。１９７６年３月，工商界PACs共有资金９０

０万美元。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工商企业界PACs对选举的合法捐款从２５０万美元增

加到７１０万美元。到了１９７８年，这类PACs捐款达８００万美元。〔12〕之后，企业界的P

ACs一直在发展，到１９８６年，企业界创办的PACs达到１７３４个，是各类PACs中发展最快

的。现在，企业界的PACs之捐款是各类PACs中捐款最多的。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间，各类P

ACs共为国会选举捐款７８４０万美元，其中，企业界PACs捐款３０１０万美元，工会１６４０

万美元。其他各类PACs如独立的PACs、行业联合会PACs等捐款数额要少得多。〔13〕企业界政

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有一项调查表明，它们在国会选举中的捐款是有一定模

式的。就候选人的身份来讲，它们主要是捐给在任议员竞选连任者；就党派关系看，它们主要捐

给共和党人；就思想倾向而言，它们主要捐给保守派；另外，在相同的条件下，它们会首先捐给

参议员竞选人。〔14〕可见，企业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与企业在政府中的利益是完全一致



的。 

律师职业和专职院外活动分子的发展也相当说明问题。在７０年代，华盛顿的律师业有了相当大

的发展。哥伦比亚特区的诉讼案有所增加是原因之一，而主要还是由于各大公司皆依靠律师事务

所为其与政府的联系牵线搭桥。像查尔斯·沃克（Charls Walker）和汤米·巴格斯（Tommy B

oggs）这样一些“超级说客”，靠着他们与政府要员的特殊关系，为大公司服务，赚了大笔的

收入。如巴格斯在１９８５年一年就赚了１００万美元。 

三 

美国私有企业的政治活动并没有持续不断地沿着上行线发展下去。从８０年代以来，企业界的政

治活动虽然没有明显地走下坡路，但也没有继续扩大其战果。 

在企业界，仍然没有出现统一的、有权威的、能代表整个行业的组织。由于“美国商会”和“全

国制造商协会”的风格不同，两家没有合并。而“企业界圆桌会议”与它们的差别或许更大一

些。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联合组织仍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而某些大公司，不是指望联合

会去采取共同行动，而是独自与政府打交道。因此，整个企业界的政治活动仍然不统一，不完

整。在《幸福》杂志所载的５００家大公司中，只有一半公司设有政治行动委员会，仍有许多公

司不仅没有政治行动委员会，而且也没有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有许多与政府没有商业往来的公

司仍然生活在政治领域之外。在他们看来，政府并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为什么美国私有企

业的政治活动没有再深入下去呢？我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美国经济的多样化。在美国的大陆型经济中，经济的多样化十分明显。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点

和很强的生命力。即使是在联合的组织中，各企业仍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样，在美国就很难形

成“新合作主义”的局面。 

政府与企业界概念上的区分十分清楚。那些经理们从不把自己与政府官员混为一谈。即使是专门

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奔走于国会、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业游说人员，也把自己视为政府以外的人，

而不是政府的伙伴。这种观念上的距离使得美国政府感到，它不可能完全依靠企业界利益集团去

制订或实施某一政策。 

新闻媒介和舆论的监督制约。多年来，政府与公司间的不正当的交易一直是新闻媒介和公众舆论

所注意的中心。７０年代几大丑闻的揭露，特别是对尼克松政府腐败问题的揭露，都是首先由新

闻媒介开始的。鉴于新闻媒介和公众舆论的制约作用，企业界与政府间的不正当交易减少了，至

少是不那么明目张胆了。显然，一种自由的新闻政策会有助于政府的廉洁。 

里根上台后政策的改变。１９８０年大选中，里根击败卡特成为白宫主人。卡特在任时所实施的

某些政策被终止。里根还在竞选时就提出了“小政府”的主张。里根强调要减少税收，减少政府

对企业的控制，减少行政干预经济的范围，让企业自由地发展。这对企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在

里根当政的８年中，果然兑现了他的诺言。这使得企业经理们松了一口气。 

公共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挫。８０年代以来，原有的公共利益集团多多少少都有些走下坡

路。最明显的还是“纳德组织”。纳德在２０年前一举扬名天下，一度在美国叱咤风云。后来，

公众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因为他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抓住民心。当他攻击垦殖局时，很多人包括

他在新闻界的朋友都不理睬他了。加上他病魔缠身、兄长去世等一系列打击，他一下子跌入了谷

底（当然，他现在又站起来了）。其他一些组织，如消费者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也有过类似

的经历。 

四 

美国私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布什上台后又有许多新情况。他的削

减赤字、增加税收等新政策也与企业利害攸关。包括东欧形势的变化和海湾危机都会影响到美国

的一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因此，不能静止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由于企业界并非一个利益整体，在不同问题上或同一问题上各企业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笼统

地说企业界与政府关系密切或不密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企业界对政府的决策肯定是有较大的影响

的，但这并不等于每个公司都有影响。一切因企业而异。 



同样，对企业界人士从政这个问题也应有个清楚的认识。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中过去和现在的许

多高级领导人来自企业界。无论是在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都不乏大老板、董事长、总裁之

辈。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商品化了的社会中，的确需要一些经理用管理企业的经

验来管理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界人士从政也无可非议。当然，有些人从政的目的是想使

政府的政策向企业倾斜，这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上也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但并不是每个弃商从

政的人都想这么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当这些前经理们通过竞选或政治任命的渠道步入政

界后，他们的身份已发生了变化，他们所要追求的利益已经不同往常了。对于他们以后的政治生

涯来说，虽然同企业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不能不受到政治规则本身、公众舆论、新闻媒

介诸因素的制约。所以，企业界人士步入政界对企业有何利益这个看起来较简单的问题，一旦放

之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中来观察，就变得复杂多了。 

金钱能否买到政策，这也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就好像金钱能否买到议员席位问题一样复杂。近

１０年来，美国国会议员的竞选费用一涨再涨。任何人都不可能靠自己的资产去竞选，只能靠募

捐，这也就为各利益集团创造了影响政府的机会。这其中，企业界应当是更为有利的。但为某一

个议员捐了钱并不等于就一定能买到有利于本企业的政策。因为，一个候选人要想当选国会议

员，除了金钱外，最直接的因素是选票。金钱可能会扩大选票，但却不能代替选票。因此，一个

议员在上任后所代表的利益，不仅有其捐款人，还有选民。由于美国国会实行多元化原则，国会

立法并非一二人所能左右，故收买一两个或几十个议员并不等于就能控制国会的立法。企业界的

捐款对议员的投票行为是 杏跋斓模 庵钟跋旒葝 

不是直接的，也不是绝对的。具体到某一个或某几个企业，就更是如此了。因此，说某一个大公

司或某几个大公司左右了美国的经济政策，这是不可信的。企业对政府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

并没有大到能左右政府或把政府降为自己的代理人的程度。不是说企业界不想把政府降为自己的

代理人，而是说这在美国的体制下难以做到。 

我们的结论是，不是每个企业都想从事政治活动，也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企业都能达到自己的目

的。企业影响政府决策的手段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有的企业达到了目的，有的并没有达到。

整个说来，私有企业对政府的决策是有较大影响的，但也因人、因事、因时而异。这就是美国私

有企业影响政府决策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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